
徐 闻 汉 墓 群

（一）徐闻汉墓群基本概况

徐闻汉墓群的发现始于 1962 年，省、市、县联合组织文物初查，在曲界愚公楼大队

深井附近发现了一面北流型铜鼓，徐闻中学历史老师叶宗海带领该校学生考察和发现徐闻

县城的南坛园村和石岭汉墓。于当年底在徐城潮州会馆（当时的文化馆）主办了文物展览。

1973 年冬至 1974 年春，广东省博物馆会同湛江地区文化局在徐闻进行了一次文物调

查，并在迈陈公社华丰村、龙塘公社红坎村和附城公社（今南山镇）槟榔埚村三地发掘了

51 座东汉墓。参加这次工作的有：广东省博物馆吴振华、何纪生、赵金顺、杨少祥，湛江

地区博物馆黎智波、鍾绍益，阳春县文化馆柯池，海康县文化馆邓杰昌和徐闻县文化馆邓

开朝、吴增、姚秀琴等同志。

徐闻县汉墓分布图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徐闻县组织全县文物普查，发现发掘汉墓 39 座，纵深进入到县

城华建糖厂，县西石岭潘宅、角尾乡南岭村。

90 年代，汉墓文物陆续出现，如迈陈英斐汉墓、海安广安汉墓、徐城英含埚汉墓、南

山汉墓、二桥东岗岭汉墓等等。

华丰村华丰岭汉墓群（20 世纪 70 年代发现发掘）51 座，分布范围达 1000 平方米范

围，主要集中在华丰村西部。由于水土流失，汉墓大部致露，墓砖散布地表，均受到人为

破坏。汉墓成群体分布，多为长方形单室平底券顶砖墓，有少量砖石合构墓、珊瑚石室墓



和土坑墓。墓砖个小体薄，有红胎质、灰胎质两种，一般长 22－24 厘米，在楔形砖（券

顶砖）印米字纹、菱纹、圆圈纹等。珊瑚石室墓均坐北向南，长 3.3 米，宽 1.8 米，墓石

长、宽、厚不一，有 60×48×16 厘米，90×72×13 厘米，灰白色，体轻质脆。

城南槟榔埚村汉墓，是槟榔埚小

学挖墙基时发现，墓室完整，墓室

长 2.2 米、宽 1.2 米，墓顶砖室西

侧放有 4个陶罐、10 多枚铜钱和陶

珠以及一面铜镜。

红坎汉墓在红坎村北和东北高

坡上，距海约 1 公里。汉墓砖散落

地面，经探铲测探发现，成群体分

布，共清理 20 多座，其中一座长 2

米，宽 1.2 米。

三处汉墓群出土遗物计有：陶器 103 件，陶珠 78 枚，铁器 26 件，铜器 8件，五铢钱

10 枚，银饰 4件，珠饰 308 粒，另在填土中发现有肩石斧 2件。

陶器为灰胎质，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器表大都挂一层黄褐色薄釉。其中夹沙陶釜 1

件，陶器纹饰最多为方格纹加长方形戳印，还有弦

纹、水波纹、篦点纹。釜 21 件，方格纹罐 31 件，

其他纹饰罐 36 件，盆和圈足盆 8件，钵 4件，小釜

1件。陶珠 78 粒（为陶纺轮、陶网坠）。

铁器 26 件，锈蚀严重，有斧、凿、刀、鱼钩和

发钗、指环。其中斧 5件、凿 2件、刀 10 件、鱼钩

1件、发钗 1件、指环 6件。

铜器 8 件，有盆、碗、镜、器盖和箭镞。其中

盆 1 件、碗 3 件、镜 1 件、器盖 1 件，箭镞 2 件、

五铢钱 10 枚。

银器有手镯 1 件，指环 2 件。珠饰 308 粒，种

类有琥珀、玛瑙、水晶、紫晶、琉璃、银珠、古玉、

玉石、青金石和檀香珠。

而后，广东省博物馆编写考古调查报告《广东

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于 1995 年发表在国家《考古》第

4期。

角尾乡珊瑚石室汉墓，于 1988 年 1 月 30 日发现，主墓坑 1.3×0.62×1.00（深）米，



坐北向南，次坑 0.5×0.6×1.00（深）米，墓石四方形，最大为 62×51×12 厘米，出土

陶器 7件，陶缸、陶钵、陶罐、双扁耳，饰网纹加方格形戳印，施薄釉。

迈陈英斐村汉墓于 1994 年发现，是徐闻发现的一座较完

整的汉砖室墓。该墓已被当地村民破坏，仍留有墓室，湛江

市博物馆阮应祺、娄欣利、张继海和徐闻县文化局博物馆派

员考察，该墓调查报告在《湛江文博》发表。墓室长 4.1 米，

宽 1.42 米，深 1.22 米，距表土 70 厘米。券顶，砖 27×13

×2.3 厘米，竖 5，横 6，横三层，铺地砖两层，每层厚 2.8

厘米，个别砖有绿釉。出土陶罐 3 件，残 2 件。1 件完整，

高 22.5 厘米，腹径 13.8 厘米，口径 12.5 厘米，饰弦纹，双

扁耳。1件（残），束胫，双扁耳，腹径 28 厘米，口径 31 厘

米，高 24 厘米。铜盆 1 件，铜釜 1 件，铜壶 1 件，壶高 30

厘米，腹径 22 厘米，口径 1.25 厘米，口腹均饰双环耳，上

挂铜链 13 环，腹饰十道弦纹。铁剑 1 把，断为三段，双刃，

长 49 厘米，宽 3厘米。

海安广安汉墓 1995 年 9 月发现，属汉代小薄红砖券顶单

室墓，规格不详，因被掘土机破坏，经清理，出土陶器、铜

器。

陶器 5 件，陶钵 2 件，其 1已残。陶豆 1 件，陶罐 2件。

陶钵灰胎质，口径 18.5 厘米，高 8 厘米，底径 8.5 厘米，施薄褐釉。

陶罐，灰胎质，腹径 24 厘米，高 9.5 厘米，底径 16.5 厘米，腹部饰两道弦纹。另 1

件残，灰胎，饰双扁耳、水波纹、弦纹。

陶纺轮（一） 陶纺轮（二）



陶豆，灰胎质，径 27 厘米，高 9.3 厘米，饰一道弦纹。另陶纺轮 2件。

铜器 6 件，其中铜镜 1 面，铜印 1件，“大泉五十”铜钱 4件。铜镜径 11 厘米，厚 0.5

厘米，镜背 6 晕，四乳钉，中有方廓，圆钮座，桥钮，钮外为双线方廓，廓和铭文圈之间

饰四乳钉：主题纹饰为四个 L 形，两种符号和似卷云纹的简单纹饰，铭文圈内无铭文，只

饰芒纹，外为一圈三角锯齿纹，一圈折褶纹。铜印，1.1×1.1 厘米，桥钮，残高 0.6 厘米，

印文小篆为“张己印”三字。

“大泉五十”铜钱，径 2.7 厘米，中廓 0.9×0.9

厘米，3枚已残，仅 1枚完好。

2000 年 10 月 24 日在徐城镇西门村后大坡抢救清

理了一座汉墓，墓道全长 3.45 米，宽 1.62 米，深 0.75

米，为小薄红砖券顶墓，封口发现珊瑚石，墓道中发现

动物骨植，共出土玉石珠 6 枚，水晶珠 1 枚，玛瑙珠 1 枚，铁带钩 1 件（残），陶纺轮 4

件，铜项圈（径 19 厘米）1 件，铜钱 5 枚，铜镜 1 件（径 15 厘米）（残），铜碗（径 7.5

厘米）圈足。据分析，该墓墓主为女性，出土的珠饰全为舶来品，是海外贸易的物证。

2001 年 7 月 12 日，台风“榴莲”过后，

徐闻五里乡二桥村后那涧堰闸东坡汉墓和城

南乡海珠港村西高坡汉墓濒于崩塌。湛江市

博物馆阮应祺馆长领队和遂溪博物馆和徐闻

文化局、博物馆派员联合抢救清理。那涧堰

闸东坡汉墓是座较大型的典型汉墓，墓道全

长 4.63 米，宽 1.6 米，深 0.8 米起拱，通高

1.7 米，底三层铺地砖，两端有封门。墓道左

侧发现人为缺口，券顶全部崩塌，似为早年

被盗所致。墓葬出土怪兽纹铜铺首 1对 2 件，五铢钱 8枚，小陶罐 1件，陶灶 1件（残），

陶屋 1 件，屋内有舂碓俑 2 件，陶三足釜 1 件（残），陶提筩、陶壶盖 4 件，方格印纹陶

片 1 件，该墓墓砖有楔形券顶砖，砖长 30 厘米，宽 15.5 厘米，厚 4.5－6 厘米不等，所

有墓砖均饰一面几何图纹，几何图纹种类达 7种以上。此墓是迄今为止粤西地区发现的最

大汉墓。

海珠港汉墓是小薄红砖券顶长方形砖室墓，青石铺底，长 3.5 米，宽 1.7 米，深 1.5

米。墓道壁墙用三层砖叠砌，出土陶屋 1 件，陶井 1件（残），陶杯 1件，铜镜 1 件（残），

陶器盖 2 件，1件有环，网丝纹陶器碎片 3件。

以上两座墓葬均出土完整陶屋、铜器，表明墓主身份地位非同一般。

由于徐闻汉墓分布较广，沿海村庄海洋经济开发，大量的汉墓文物频频出土。较典型



的有：龙首铜勺（司南），双鱼朱雀纹铜盘、铜鼎、铁釜、铁剑、“宜官”“帝君百石”“曲

目”铭文砖，陶牛、陶熏炉、陶井等。

2000 年 7 月，在大黄乡社朗仔村出土铜鼓 1面，出

土时倒置，周围有红砖片、炭渣、火烧土。铜鼓有点儿

破残，但基本成形。鼓面径 27 厘米，胸径 35 厘米，鼓

腰径 28 厘米，鼓底敞沿，径 37 厘米，鼓腰对称饰四扁

耳，鼓腰鼓胸饰直条纹。鼓腰扁耳上端饰一只小蟾蜍（青

蛙），鼓面无晕，中饰十芒太阳纹，阳心径 3 厘米，芒

外径 16 厘米。鼓面还饰有六点纹饰，可惜被砸平。此

鼓属中国南方五省保留的八大类型铜鼓之一，似云南楚

雄万家坝出土的鼓型，鼓体较小，鼓身刻纹粗简，此类

型鼓是从古釜形制转化过来。它的族属当属濮越或布越，属西汉中晚期遗物。与广西壮族

自治区博物馆藏的铜鼓形制相似。

2001 年 10 月，在徐城贵生路工地发现 20 座汉墓，清理 10 座，均为小薄红砖单室券

顶墓，传出器物有陶罐、陶纺轮、玛瑙珠、铜镜、铜勺、铜镦、铜盘、五铢钱。

2003 年 6 月初，由县文化局与博物馆联合抢救清理原五里乡二桥灰场一座汉墓，为小

薄红砖单室券顶墓，传出器物共 54 件，分为陶壶、陶瓶、陶连罐、陶樽、陶三足釜、陶

钵、陶灶、陶屋、陶井、陶杯、陶器盖、陶纺轮、铜镦、铜镜、铜钱、珠饰，该墓清理报

告发表在 2004 年《广东文博》。

二桥灰场汉墓部分出土文物 陶 灶 陶 井

2004 年 2 月，在徐城贵生路西南侧南坛园村发现汉墓传出的

文物有红色、蓝色玛瑙珠、水晶珠，雀纹陶囷盖，陶罐、陶纺轮、

陶猪、陶俑、陶壶、铜洗。

（二）徐闻汉墓及出土文物

徐闻汉墓发现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早发现的是以华丰岭

为中心及附近的港头、二桥、南山等村庄。到了 70 年代初，从西部沿海的田西、瓜藤村

起，向东到海安镇的红坎村，向北纵深到南山镇的槟榔埚村（离海 6 公里）。80 年代文物

普查，纵深进入县城华建糖厂、石岭潘宅、角尾乡南岭。90 年代，纵深进入迈陈镇英斐、

海安镇广安、徐闻英含埚、南山二桥东岗岭、那涧等。2000 年后，汉墓发展纵深进入下桥



镇公路收费站、那里、城北文丰园，东部至龙塘镇那泗村，据不完全统计，约有 350 座左

右。

1．徐闻汉墓的形制结构特点：

(1)土坑墓；

(2)单室券顶长方形砖室墓；

(3)珊瑚石室墓；

(4)均无封土；

(5)唯广安汉墓有墓主。

徐闻尚未发现砖木合构墓、土坑木榔墓，但珊瑚石室墓别具特色。

2．徐闻汉墓和随葬器物的特点：

(1)徐闻汉墓随葬品数量小，种类少，质地一般，级别不高，没有漆器、金器、琥珀

器。但有石器、铁器，如石锛、石斧、铁鱼钩、铁剑、铁削、银器。尚未发现国家一级文

物。二级文物 6 件，三级文物 60 件。兵器体现了汉徐闻港的军事价值，而鱼钩类则反映

了汉时的渔猎文化。

(2)徐闻汉墓中出现陶屋、陶俑，但量少，规格不高，没有楼阁型三合式、四合式陶

屋。仅有一座一开间的悬山顶陶屋和一对舂碓俑。但陶罐类别多，拍印的纹饰丰富多样。

汉墓中传出陶牛、陶鸡、陶朱雀、陶猪，其中陶牛与广州沙河顶汉墓，佛山澜石东汉墓出

土的陶牛风格一致，陶猪与 2012 年 7 月在广州动物园发现的东汉大型砖室墓 M4 随葬的陶

猪相类似，反映了汉代徐闻农业社会的一个侧面。

(3)徐闻汉墓墓砖大部分为小薄红砖，质地疏松，属西汉，而东汉墓砖规格变大变厚，

灰红两种胎质，火候高，拍印几何纹丰富多样。徐闻汉墓出土的“宜官”“大吉”“吉羊”

印纹砖，与 1965 年－1966 年在广东韶关西河西汉墓葬出土的“大吉”“君宜官”“大吉昌

子孙长”等吉祥语纹砖意义相似。

(4)徐闻汉墓出土的汉印表明墓主的身份与品位。在海安镇广安村新莽墓出土的“张己

印”，稍小，仅 1 厘米见方，桥钮。应属“私印”，年代为东汉，此印形制独特，精小，是

罕见的汉印珍品。

（三）徐闻汉墓文物解读

1．琥珀、玛瑙、琉璃和珠饰是汉代海外“舶来品”。

在徐闻汉墓中出土的各种珠饰，形状大小不一，种类主

要有琥珀、玛瑙、琉璃、水晶、紫晶、银珠、古玉、玉石、

青金石和檀香珠等一共 368 粒，其中 1973 年省考古队挖掘的

51 座汉墓中，就出土了 308 粒。在广东省博物馆《南海海上

丝绸之路专题展》中，就展出一串由徐闻汉墓出土的各种珠



饰。它们都是随葬的装饰物品，虽然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色彩仍鲜丽，晶莹剔透，其

精致的装饰工艺具有浓郁的异国风格。

琥珀，《本草纲目》云：“虎死，精魂入地化为石此物状似之，故名琥珀。”《三国志·魏

志》载“大秦（罗马）多产琥珀”。玛瑙是一种胶体矿物，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魏文帝

《马脑勒赋》云：“马脑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又《三国

志·魏志》、《唐书·拂林传》均谓大秦多玛瑙。琉璃，古代称流离、琉琳、缪琳、琅玕等，

现称玻璃，最早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地区。

据史料载，“岭南地区近海、多犀、象、玳、珠、银等，中国往商者多取富”，指的是

汉代商客主要靠经营这些岭南特产而致富，当时岭南各地均未生产琥珀、玛瑙、琉璃、水

晶等物品，那么这些价格昂贵的海外装饰品，又是如何传到中国的呢？《汉书·地理志》

中记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

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

亦利交易。”从以上史料及汉墓出土的珠饰都证实一点，那就是汉武帝时，大量使者携带

贵重的黄金和精美的丝织品，往南亚诸国进行贸易，并购回“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

等，作为朝廷贡品而献给皇室、王公贵族、地方富豪官宦使用玩赏。这些海外珠饰的出土，

不但反映了汉代徐闻的经济繁荣，而且折射出两千多年前汉港的外贸景象，为研究汉代“海

上丝绸之路”及徐闻古汉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物证。

2．陶屋是汉代岭南特色建筑的缩影。

陶屋（一） 陶屋（二）

二桥村那涧闸东坡汉墓出土一座陶屋，灰陶土烧制，屋通高 23 厘米，宽 21.5 厘米，

属于典型的悬山顶曲尺式陶屋，屋正面有门窗、围墙和狗洞，背墙饰方格纹图案，屋内置

二个杵舂的陶俑，人物动作形象生动。徐闻二桥村那涧堰闸东坡汉墓出土的陶屋，《岭外

对答》中曾记载：南方岭南山庄农舍“上设茅屋，下豢牛棚，棚上编竹为栈，考其所以然，

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不得安”，可见干栏式建筑是岭南人早期住宅的最佳选择。这

座陶屋外观设计整齐有序，富有变化，极显岭南特色和价值。陶屋设计上讲究美观而又不

失实用，上居人下圈畜，这样主要是针对岭南的气候特点而设计的，人居上，通风透气，



自然舒适，少生疾病；畜圈下，避免另盖畜舍，亦便于饲养，其余地方可作劳动作坊，陶

屋有狗洞，是为牲畜出入而设。虽然今天汉代的建筑已不复存在，但从这座出土的陶屋中

仍可见汉代人民生活的缩影，为我们后人研究汉代（尤其是岭南）的房屋建筑及相关生活

习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3．铺首是汉代岭南铸造艺术的珍宝。

铺首又称门铺，是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物中门的装饰构件之

一，主要用于启闭门扉或叩门，也普遍适用于青铜器、陶器、

瓷器、画像石上。徐闻二桥汉墓出土的铜铺首，兽面衔环式样，

大小形制相同，兽面纹双目突出，环形鼻衔铜环，这两件铺首

均为墓道木门饰环，置于墓中封门前。铜铺首环比较完整，器

形厚重端庄华贵，怪兽纹形象造型生动，形神兼备，纹饰图案

精美。它与广州南越王墓和广西北插江盐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铜

铺首环的铜铺首环形制相似，反映了当时南越文化在徐闻具有一定影响，它不仅向我们展

示了几千年前门饰艺术，还透露着属于岭南特有的文化精髓。

关于铺首的起源，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中认为，铺首是春秋时期鲁班仿照蠡（一种

螺蛳）的形象而发明的。门铺首初始多为实用，后来逐渐成为古人对兽类图腾的崇拜，铺

首的形制多样，有椒图、饕餮、虎、狮、螭龙、龟蛇等兽类。样式大多为圆形，六角形或

八角形。材料主要以青铜、黄铜、铁打制作成，古代有帝皇宫殿大门还以金银为材料，配

于龙凤图案打制铺首，彰显皇家权力、气势。铺首除了叩门实用性外，还具有驱邪镇宅，

祈福保平安之意。清代《字诂》：“门户铺首，以铜显兽面衔环着于门上，所以辟不祥，亦

守御之义。”“兽面衔环辟不祥”。

4．徐闻汉代陶熏炉。

2003 年 6 月 8 日，徐闻县文化局、博物馆在原五里乡二桥村

后灰场清理了一座汉代墓葬，发现了 20 种 54 件汉代陶器和铜器，

其中陶熏炉一件，残，通高 17 厘米，底径 8厘米，腹径 11 厘米，

盘足，施青釉，是一件用来熏香的器皿，与博山炉同一样的用途。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文物，其与 1953 年在广州大元岗出土的东汉釉

陶盘式熏炉相类似，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交流的佐证资料。

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香药之路”“青铜之路”

以及“珠宝之路”。陶熏炉既是陶瓷之路的证物，也是香药之路的

证物。

中国古代文化人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一种很美的意境就来自“红袖添香伴读书”。这

香是如何来的呢？“焚香取味，不在取烟”，严格地说，不是焚香，而是熏香。即借助炭



火之力让香丸、香饼散发香味。在先秦西汉时期，主要是直接选用香草、香木块等，但熏

香都是用木炭等燃料熏焚。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制作精良的熏炉。到了魏晋唐时，

合香才盛行。这时熏香的风气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成了相当优雅的生活方式。

汉代开辟了丝绸之路后，原产自非洲和西域地区以及边陲的各种香药进入中国，诸如

龙脑香、青木香、乳香、降真香等，这些异域香药的芬芳不同于中原地区人们常用的香草，

它们征服了中国人的心，古代中国人的香芬生活也愈加丰富。那些原产于地中海一带的浪

漫香草“rosemary”（拉丁名意为“海洋之露”），早在汉代就已经来到了中国。这些香药

最上乘的莫过“沉香”，在中国人的香谱中，它是“香中阁老”，香之极品。因其内含树脂，

质地密实，入水能沉，所以得名“沉水香”，古代人也曾称之为“木蜜”。它还有个美好的

名字叫“女儿香”。据说在盛产沉香的广东东莞和海南岛，沉香的洗晒由姑娘们负责，她

们常将最好的香块偷藏胸中，用以换取脂粉。于是香中极品“女儿香”便由此得名。

天然沉香相当稀罕，它的形成有很多偶然性，没有哪种香树必定会结香。常常是香树

根干处因虫蛀或外伤等原因有真菌侵入寄生，才会引起树体内的一系列变化，使树脂、树

胶等成分逐渐沉积，形成香结，时间愈长，品质就愈好。而天然香树一般要到十年或数十

年以上才有发达的树脂缐，才有可能形成“香结”，“香结”也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真正

成熟。有的香树寿命长达数百年，倒伏后留存的沉香往往也有数百年以上的年龄，所以古

人称沉香是“集千百年大地之灵气”。

汇集了中原、边陲、域外的香草、香药，古代的中国人就会变着法子炮制香味。《陈

氏香谱》中有此一文：“沉香一两，苏合香。右以香投油，封浸百日，入蔷薇水更佳。”其

中“苏合香”产自土耳其、埃及、印度等地，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异域香药之一。“蔷薇水”

就是阿拉伯玫瑰香水，将沉香浸泡在香水中，真是典型的“中西合璧”。这些微妙、自然、

清淡、绵长隽永的香气，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平添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积淀。

5．徐闻汉代陶器。

陶器是古代文物的一个大类，内容相当庞杂。陶器有非常古老的历史，它是新石器时

代前夕的伟大发明，从而成为新石器时代肇始的重要标志之一和一大特征。最早的陶器距

今已有一万多年。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了物质的结构和性质，

即通过化学变化，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型物质。陶器的出现，显著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没有任何一类文物的数量和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可以和陶

器相比。

古代陶器是古代艺术的凝聚物。大量的古代陶器遗存中蕴含着古代人民的劳动、智慧、

情感和工巧，不乏艺术精品。陶器文物有它独具的审美特征，与其他文物相比，它更显朴

实、粗放、淳厚、古拙、简洁、活泼、志趣、素雅，往往带有民间艺术浓郁的生活气息和

大众化倾向，形成多种艺术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大众化的倾向，形成多种艺术风格。陶器艺



术奠定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基石，陶器文化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先河，陶器是其他文物艺术

之母。古代陶器是无与伦比的。

秦的统一，使陶器的发展也呈现出较为一致的趋势。汉代的发展和强盛，使汉文化的

所及，达到了相当广大的范围，在陶器上也有显著的反映。这种统一的加强，主要是在汉

武帝以后才更明显。

在陶器发展史上，秦汉时期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陶俑的发展和陶俑艺术的成熟。另

一个杰出的成就，是低温釉陶的发明。秦汉时期陶器仍然是泥质灰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

其他的陶系，如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夹砂灰陶、泥质黑陶。

在中国古代陶器中，有一类似几何印纹为特点的陶器，他们主要流行于我国的南方，

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汉代，其间颇为长盛不衰，形成了很强的力量

和阵势，并且直接影响到瓷器的发明，传播到中原、西南及东南亚地区。

人们公认，几何印纹陶遗存与古代越族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它就是古越人创造的。

陶器文化，早期的印纹陶纹饰以拍印和刻印为主要装饰方法。主要是以几何形纹样为特征

的，是具象基础上的抽象图案化。印纹陶的纹饰可以归类为编织纹、曲折纹、格形纹、圆

形纹、波形纹、条纹、云雷纹、叶脉纹、齿形纹、绳纹、爪形纹等。早期多阳纹，晚期多

阴纹。

徐闻汉代陶器形制多样，有陶瓷、陶罐、陶壶、陶鼎、陶钵、陶杯、陶簋、陶井、陶

屋、陶灶、陶拍、陶熏、陶碾槽、陶禽畜、陶俑……胎质分为灰胎与红胎，间或施釉。纹

饰变化奇特，丰富多彩，与远古陶文化一脉相承，并彰显其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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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在考察现场

国家文史馆专家朱家溍先生在贵生路汉墓考察现场



贵生路汉墓考察现场（一）

贵生路汉墓考察现场（二）



那涧堰闸东坡汉墓清理现场

二桥探沟现场



那涧沟东岗岭汉墓

贵生路汉墓


